
 209

第六章  結論 
    在以上各章中，本文已將主要論點加以闡述，這裡先簡要的回顧其基本的內

容。 

    在第二章第一節，本文首先闡述二元領導體制的基本定義，即有兩位行政領

導人的體制。這兩人的權力通常有大有小，兩人的權力分工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形

式，兩人的權力來源常常並不相同，或常代表不同的團體利益，但有兩位政府的

行政領導人則是他們的共同特徵。由於二元領導體制符合許多政治狀況的需要，

全世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國家採取二元領導體制。這種需要，或者是由於社會內

部分裂時用以維持穩定，或者由於出現了新的合法性來源，或由於行政效率的考

量，或權力菁英群體的理性選擇，以及領導人自身的分權決定。而二元領導雖可

能帶來兩位領導人之間的權力衝突，但現實往往是已經出現了某種權力衝突，才

思藉由兩位分立、分權的領導人，來管理衝突。 

在第二章第二節，本文介紹了西方的半總統制；在第三節，進一步介紹了轉

型為半總統制的前蘇聯、東歐後共國家。半總統制的普遍存在，使人們不能對之

視而不見，執著於「總統制」、「總理制」的典型單一領導制西方政體。而後共國

家普遍採用半總統制，其原因為何，更值得探究。本文認為，共黨統治時期採取

二元領導以使統治菁英的集體領導得以鞏固，是後共半總統制的二元領導繼續存

在的最重要原因。 

在第三章，本文進一步說明共黨國家的二元領導體制。第一節先從現象入

手，依據文獻，指出共黨國家二元領導體制的廣泛存在、以及趨勢性發展，例如

布隆戴爾（Jean Blondel）認為二元領導幾乎成為一種共黨統治的規則，在此二

元領導體制下，黨書記主管黨務、軍事，總理主管行政、經濟。1950 年時，有

一半的共黨國家為單一領導體制，但經過二十幾年後，單一領導體制幾乎都已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種二元領導體制，而且出現一種黨書記兼任國家元首的趨勢。 

本文的重點在於第三章的第二節與第三節。第二節首先從黨內權力制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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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及權力繼承制度化與幹部年輕化的重要性進行分析。在權力制衡方面，指

出共黨國家在初期的強人政治或單一領導之後，隨著其革命激情的衰退，為數達

幾百人的權力菁英心中，會逐漸產生「制度圖像」，愈來愈強調制度的重要性。

同時，統治精英經過多次職務分配的「交易」，亦會出現以內部分權來鞏固集體

領導的傾向，從而逐漸衍生出較為穩定的職務分配樣態。制度的要求與交易上的

精英集體的利益極大化，共同促成一種展現為國家與黨的領導人和行政領導人的

分立，或曰黨的總書記與總理分立的二元領導體制。 

在權力繼承制度化與幹部年輕化方面指出，倘若共黨國家缺乏適當的退休機

制，則某一特定技術官僚在長期掌權之後，亦可能逐漸形成強人政治，擺脫二元

領導的羈絆。因此，共黨國家二元領導體制要走向成熟，必須破除領導職務終身

制。然而同一代人之間的權力分享似乎比較容易形成，而領導職務終身制則更難

破除。國家元老干政的狀況在各國都極為常見，是否曾經存在一個能夠破除此一

巨大挑戰的威權國家，亦頗堪疑。這一挑戰將深深影響威權國家職務分配的制度

化的前景，亦使派系之間的權力平衡難以昇華。 

這裡還有一項條件，即在政治菁英之間需不存在激烈的路線衝突，因為政治

路線衝突或意識形態爭議，仍可能造成內部的緊張、破壞權力分享機制。由於計

畫經濟的固有問題，因此只要還實施計畫經濟，共黨國家就遲早面對經濟發展失

敗帶來的改革壓力，從而產生路線衝突。因此只有當共黨國家從共黨極權主義，

轉變為共黨威權主義，再進一步轉變為後共威權主義、後共多元主義，不再實行

計畫經濟，或許才能使二元領導體制走向成熟。 

當領導職務終身制與代際權力衝突被消弭，權力繼承制度化，於是下一代領

導人可以在可預期的未來掌握權力，就降低了其挑戰上一代權威的動機。穩定的

換代過程，使政府變遷能夠跟上時勢發展的需要，降低了意識形態衝突的風險。

而在同一代內，形成的職務分配，使集體領導能夠得到保障，也就使同一代內的

領導人之間得以維持起碼的和諧。每一代內的領導人之間固然有人格與職務的強

弱差異，但在由於任職時間有限，也更難以形成能夠破壞制度的派系，於是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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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強化制度。在權力繼承規則得到貫徹的狀態下，代內和代間的職務變動都是可

預期的，且各代的掌權時間都是有限的，因此不擇手段的爭權在任一代都會遭到

同僚的抵制，因此也會降低權力鬥爭的激烈程度。 

另方面，如此形成的「集體領導」，又在改善行政效率的行政改革中，不能

不維持行政上的集中。為了避免行政上的過於集中，在國防外交事務事務與經濟

內政事務之間進行分權，亦成為「集體領導」與「行政效率」的妥協。在這樣的

正向發展中，二元領導體制就可能日趨鞏固。在此種種條件下，由於共黨時期的

典型二元領導體制的逐步成熟，當共黨國家開始進行民主轉型，其二元領導乃更

容易轉變為後共的「半總統制」。 

在第三章第三節，本文引入國際政治學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強調權力結構

的「二元」穩定性，同時分析共黨國家領導層的職務分配可能性，將之區分為單

一領導、典型二元領導、非典型二元領導、多元領導等類型，並以蘇聯與中國大

陸的政治菁英的職務分配作為範例加以介紹，說明典型二元領導是共黨國家領導

體制的趨勢。 

在第四章，本文分析蘇聯的領導體制變化，得到七點結論。首先，黨書記兼

任總理，意味了權力的高度集中。其次，當政治菁英反對權力的集中，而強調權

力分享、乃至於權力制衡，則會逐漸演變出二元領導體制。其三，在二元領導的

情況下，黨書記掌握外交權力，是顯現其為國家領導人的必要之舉。其四，當黨

書記為了「使自己『直接處理國內外的事務』時『得到理所當然的明文規定』」

而兼任國家元首職務，典型的共黨二元領導體制就此誕生。其五，限制領導人任

期，對於鞏固二元領導體制亦極為必要。其六，改革壓力會對二元領導體制構成

影響，若在改革過程中出現危機，容易使體制倒退為強人政治。最後，共黨國家

形成二元領導體制之後，會產生制度的「鎖定」效果，影響其後的制度安排。 

在第五章，我們將重點放在第三節，除分析當前中共的職務分配趨勢，並將

中共與蘇聯的權力繼承制度化做了一些比較。依據本文指出的中共幹部年輕化政

策的制度化壓力，中共現任軍委主席江澤民必須盡快退休；依據本文對典型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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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體制的建構與利弊分析，中共政治菁英的共識將是讓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

席職務。倘若不久的將來，中共政局果真如此發展，則中共的典型二元領導將進

一步強化，未來胡錦濤下台時，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包括軍委主席的三個主要

職務，交給下一代領導人。此種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將使中共民主化後，也採取

半總統制。 

以上是本文各章的重點。既然本文論點已在上述各章中加以說明，因此以下

僅探討一些未在前文中得到足夠闡述的研究心得，包括政治理論上的分權與制衡

的必要性，以及在權力分享的壓力下，蘇聯與中共差異性所顯示的新制度主義「路

徑依賴」與制度變遷的關係。最後，將簡要探討進一步研究的幾個重點。 

 

一、分權與制衡的必要 
二元領導的「分權」、「制衡」意涵，是共黨國家實施二元領導的重要原因。

這種分權與制衡的前提是不存在強人政治，而且共黨建國初期的強人也遲早過

世。 

強人宛若國際政治中的霸權國家；霸權可以帶來和平，但霸權國家對於其他

國家也都是威脅。對於強人政治之後的一群同世代的政治菁英而言，雖然每個人

都以擴大其權力為其權力鬥爭的最高綱領，但其最低綱領則都是避免霸權產生，

而其辦法就是均勢。不民主條件下，政治派系之間的權力分享，正是均勢與制衡

的條件，似乎也是其轉向民主國家的重要前提。 

進一步言，在強人領袖去世之後，圍繞著繼承人問題，次級權力結構必然要

進行激烈的鬥爭，於是帶來政治過程的無序；原來互相制約的次級權力菁英之中

的一位，可能會上升為新的領袖；對於其他領導人而言，任由其重新享有前領袖

的所有職務，以職務的制度化權力對他們發號師令，顯然不符合他們的利益。因

此合理的作為是原先的次級菁英達成妥協，分享權力。 

分享權力的結果，可能造成「沒有領袖的最高權威，各權力菁英群體各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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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權力結構失去整合」的結果，但這個結果既可能演變為權力菁英為爭奪新的

領袖地位，所進行的權力鬥爭；又會創造一種體制的需要，爭取更次一級菁英群

體的認同與支持；於是在「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結合的權力分佈下，集體的重

要性因此有所提高。 

胡偉以其「人格化制衡」概念，指出共黨領導人之間的權力分享與制衡，往

往具有極大的張力。對於逐漸進入後共階段的共黨國家，由於鎮壓已經鬆弛，人

格化制衡的張力減弱，因此制衡機制必須進一步制度化。權力制衡機制的制度

化，是為了使共黨體制能夠去蕪存菁，讓共黨得以適應需要、延續其統治；而其

過程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民主制度。因此共黨國家的制度化甚至「民主化」，

乃具有內生的動力，雖然並非一蹴可幾。 

如果「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制衡」是一種必須，那麼對於行政部

門有效制衡，未必是來自於議會。事實上，由於市民社會的孱弱以及諸多制度安

排的缺位，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議會亦無力監督行政部門。相對而言，一黨領導的

威權政體，其「黨內監督」以及領導人之間的「分權」措施導致的張力，往往亦

能發揮一定的監督、制衡效果。大陸出身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曾說：「作為民主主

義者來說，實際的謀略就是盡量維持上層各派的均衡」，1因此這種黨內制衡，亦

可說是民主人士所努力的方向。威權國家「二元領導」體制總統與總理之間的分

權與制衡，亦可由此脈絡加以理解。 

 

二、蘇聯與中國大陸的路徑異同 
雖然蘇聯和中共的歷史，都可以驗證出二元領導的傾向，但兩者的路徑又有

一些差別，未來的演變亦可能有所不同。 

蘇聯的政治體制，一開始是較為接近議會制的單一領導體制，由相當於總理

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之後為部長會議主席）進行行政事務的領導。然而史達林藉

                                                 
1 楊小凱，「一位獨立知識份子對大陸政治改革的看法」，李少民主編，大陸知識份子論政治、社
會、經濟（台北：桂冠，1988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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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書記的身份清除了權力競爭對手，其後再經赫魯雪夫奪權、布里茲涅夫長期

執政後，才使得後世認為共黨體制是以黨書記為權力中心。然而蘇聯的歷史僅能

證明黨的領導人在權力鬥爭中的勝利，並不能證明黨高於國家的正當性。因此史

達林晚年可以拋棄總書記頭銜，而以部長會議主席身份掌政；馬林科夫可以把「第

一書記」職務讓與赫魯雪夫，因為所謂黨首的意涵，在當時的蘇聯共產黨歷史上

還不是個很確定的概念。 

馬林科夫、布爾加寧兩位部長會議主席與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權力鬥爭，一

方面顯示出「第一書記」並非至高無上，同時也顯示出二元領導的張力。赫魯雪

夫時期的權力鬥爭固然進一步強化了黨書記的重要性，但由此反而又確定黨書記

「不得兼任」行政部門領導人，對集體領導的重要性。於是在此權力繼承的歷史

過程中，蘇聯的二元領導逐步清晰地浮現出來。 

赫魯雪夫晚期的宮廷政變，導致蘇聯二元領導體制以白紙黑字的「決議」正

式成形，而其目的是為防止個人專權。雖然其後布里茲涅夫使「總書記」再次成

為蘇聯政治的中心，但部長會議主席仍與總書記分庭抗禮。布里茲涅夫其後雖然

爭取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以名正言順底成為蘇聯元首，但並未成為部長

會議主席。同時，布氏之後，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與戈巴契夫相繼成為總書記，

二元領導體制經久不衰。 

契爾年科執政時放棄了國家元首職務，使其後戈巴契夫的二元領導的發展軌

跡與前面三位領導人有異。戈巴契夫接任總書記三年才接任國家元首職務，其後

在改革的訴求與壓力下，不斷擴大國家元首的權力，擺脫中央書記處的拘束，並

最終擔任了總統。戈巴契夫時期設立總統職務、並不斷集中權力、以應付轉型危

機的努力，使其後共俄國的半總統制，偏向於超級總統制。此後在葉爾欽執政時

期，超級總統的趨勢又進一步有所發展。 

在中國大陸，起初作為黨主席的國家主席毛澤東既擁有統帥權，又得召開最

高國務會議，並非虛位元首；同時在國務院的委員制下，總理周恩來所掌握的實

權有限。當時體制雖似「二元領導」，但更是強人政治。然而毛澤東將國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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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讓予劉少奇後，引發的權力鬥爭，卻使憲法的制度完全被毀壞，文革時期形

成以黨代政的局面。華國鋒當政的幾年，中國大陸沒有「國家主席」的職務，體

制更似蘇聯。華國鋒一身兼任中共黨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成為蘇聯列

寧、史達林、赫魯雪夫那樣的單一領導。 

文革之後，中共逐漸強調制度化，接替華國鋒執政的鄧小平為了推動幹部年

輕化，將黨主席、總書記等職務，交給胡耀邦、趙紫陽等接班人，而身兼軍委主

席，於是造成黨的名義最高領導人與軍隊領導人分立。此種多元領導的狀況，使

1980 年代後期的權力鬥爭更難以控制，被視為是六四天安門慘劇發生的背景因

素之一。 

    江澤民上臺之後，總書記重新與軍委主席合而為一，形成與總理的二元領

導。1980 年代以來，國務院已改為首長負責制，總理的權力增加；雖然江澤民

的權力在其任內不斷上揚，但總理對行政事務的主導權仍受到相當的尊重。但江

澤民主政晚期重新以鄧小平模式掌權，使胡錦濤未能成功的「一次接班」，並傷

害了幹部年輕化政策。 

歸納蘇聯與中共的二元領導，可說典型的共黨國家二元領導體制，出現在蘇

聯 1977年至 1984年，以及中國大陸的 1993年至 2002年。兩國的二元領導發展

路徑或有差異，但都存在政治菁英之間分權制度化的趨勢。皆是掌握黨權與軍權

的領導人同時兼任了虛位的國家元首，並擁有外交、國防的領導權；而國內政治、

經濟的推動，則交由總理負責。 

    展望未來，如果中共有鑑於「軍委主席」一職的定位不明，容易引發江澤民

於十六大「半退」的弊病，破壞幹部年輕化與「黨指揮槍」的體制和整體的制度

化趨勢，則其未來數年必須進一步改善領導體制。由於中共的幹部年輕化政策已

經成形，一般皆認為江澤民不至於將領導職務終身制復辟，且從胡錦濤、溫家寶

等人上臺後，兩人代表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互動的狀況，我們似乎可以樂觀預期

中共的領導體制改革，並認為典型二元領導體制可望在未來數年內重新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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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中俄兩國領導體制的變遷 

年份 蘇聯領導體制的變遷 年份 中共領導體制的變遷 
1915 
 
1920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動盪 
1917 年蘇聯建國，內戰；列寧任總理
【單一領導】 
1924列寧死後爭權【多元領導】 
1925史達林逐步掌權【強人政治】 
 
 
 
 
 
1941史達林任總理【單一領導】 
 
 
 
1953馬林科夫任總理【二元領導】 
1955布爾加寧任總理【二元領導】 
1958赫魯雪夫任總理【單一領導】 
 
1964 布里茲涅夫任黨書記【非典型二
元領導】 
 
 
1977布氏任總統【典型二元領導】 
1983∼1985 安德洛波夫與契爾年科
【典型二元領導】 
1985∼1991 戈巴契夫【從非典型到典
型二元領導】 
1992俄羅斯半總統制【二元領導】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二次世界大戰後，旋即陷入國共內戰

1949中共建國 
1949毛澤東任國家主席【強人政治】
1953高饒事件 
1959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 
 
 
1966文革，劉少奇失去權力 
 
1971林彪事件 
1976華國鋒當政【單一領導】 
1977鄧小平復出 
1980華國鋒辭總理【二元領導】 
1981鄧小平當政【多元領導】 
 
1989江澤民上臺【二元領導】 
1993江任國家主席【典型二元領導】
 
 
 
2002胡錦濤接任總書記【多元領導】
↓ 
（胡任軍委）【典型二元領導】（？）

↓ 
2012 第五代接班【典型二元領導】
（？） 
↓ 
民主化【半總統制】（？） 

 

    經過二十餘年經濟改革的中國大陸，倘若能確立典型二元領導的權力分享機

制，則在其漸進民主化的過程中，就「憲政權力」而言，其國家主席兼任軍委主

席可能制度化，但總理仍掌握行政部門，就「形成歷程」而言，其未來的民主化

過程可能更類似東亞威權政體，相對平緩，因此屆時並不一定需要中共領導人集

中權力應對轉型危機，因此也意味轉型期的強勢總統並非必要；就「議會多數與

總統關係」而言，如果民主化是由各級人民大會代表的自主性提高開始，則中共

或將維持在人大的多數。凡此種種條件，與蘇聯皆有不同。轉型期的路徑不同，

意味中共的後共二元領導將不同於俄國；其國家主席與總理之間的權力分享方

式，在民主化後不無可能更接近前述「總理—總統制」，而非「超級總統制」。 



 217

 

三、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論文作為一個限定性極高的題目，加以寫作匆促，有許多未盡的細節，可

以留待學者日後加以釐清。 

首先，與共黨政治繼承相關的制度化措施，不止於職務分配，或二元領導是

否存在，而更多的是關於如何妥善安排「黨軍關係」、如何貫徹「幹部年輕化」、

如何保障「集體領導」又能確保黨書記的核心地位、如何擴大政治菁英的參與。

凡此種種皆屬「制度」問題，又都存在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並都需要進一步

加以探究。 

其次，布隆戴爾就 13個共黨國家 1975年之前的領導體制進行了分類統計，

指出二元領導體制在 1975 年時已經成為共黨國家的普遍現象。許多資料也指

出，此一現象雖非毫無例外，但大體持續至蘇聯東歐國家解體的 1990年代初期。

布隆戴爾也指出，後共國家採納半總統制幾乎是一種規則。然而，這裡終究缺少

從 1975到 1990年的蘇東「二元領導體制」的統計，因此在論證上略顯單薄。 

其三，就共黨國家的二元領導體制本身而言，固然強調黨書記與總理之間的

權力分配，但我們亦注意共黨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未必出現在這兩者之間。

例如蘇聯晚期、後共俄國初期，以及當前中共的「副總統」（國家副主席），往

往被視為重要的權力競爭者、或權力繼承中的重要角色，同時「國會議長」的角

色也愈來愈被重視。據有這些不同職務的共黨領導人，在黨內民主化與國家民主

化中如何扮演其角色，都值得我們深入認識。 

最後，就中共而言，其民主化過程中，究竟將逐步形成以內閣制為範本、以

總理為核心的行政體制，或逐步強化國家主席的權力，包括向 1954 年憲法回歸

形成半總統制，或者進一步採納美國三國分立進行憲政改革，都需要學者對相關

體制做更多、更細緻的利弊分析。這種規範面的分析，在當前也許比單純的「行

為科學」角度，對變化中的中共當前體制具有更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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